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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介鱗教授，一九三五年生於台灣新竹，祖籍福建省晉江縣泉州。白川國民學校、中壢國民學校、私立義民中學、新竹師範學院。新竹師範學院畢業後曾任教大崗國小、海湖國小、芭里國小。之後，進學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一九六九年獲得東京大學法學博士。以後，任教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二○○○年從台灣大學專任教師退休，轉任佛光大學政治系教授。夫人傅琪貽原為日籍，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育有三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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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我的祖父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就來到台灣。我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出生。我父親在我十歲時過世，由母親帶大，家裡還有一兄一姐。父親過世後，我母親替人裁縫維生，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求學歷程

小學剛開始是就讀於白川國民學校〈現為新街國民小學〉
，之所以叫白川是為了紀念日本「征台軍」總指揮北白川能久親王，之後因美機空襲，遷到觀音鄉新坡國民學校，台灣光復後從鄉村回到城市，改讀中壢國民學校。中學就讀於私立義民初級中學
，當時義民中學的國文老師姚錦、歷史老師黃賢忠涉嫌匪諜叛亂案，就被判處死刑，留下深刻印象。中學畢業後，因為家裡經濟情況不好，只能供應我大哥一人念書，為了能夠繼續唸書所以才決定報考新竹師範學校。
　　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派到偏遠的台北縣大崗國小教書。後來又被轉調到竹圍的海湖國小任教。後來，轉調到芝芭里的新明國小芭里分校教書，芭里分校後來獨立為芭里國小。
    一九五七年轉調到芭里國小之後，經過一年的在家準備我就考上了台大政治系。在大一的時候，我每天都是早上五點起床，趕搭早上六點二十分由中壢火車站出發的火車，七點二十分到台北車站，再轉搭公車到台大上第一、二堂的英文課，十點下課後再趕回中壢鄉下的芭里國小教書，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年。到了大二，我靠著在大一時找到的家教機會，辭去了芭里國小的工作，以當家教來維生。我搬到台大男四宿舍，從此不必再來回奔波。在大學四年，我認識許多來自台灣各地的同學，過著快樂的生活。
    在大學時期，最有印象的有兩位老師。第一位是大一時教哲學概論的范壽康老師，范老師的名言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結果，我們有一位同學遵從范老師的名言在考試時交白卷，范老師也給他及格分數。我覺得這句話很受用，影響我到日本留學後，面對知識、學問的態度。
再來是教政治學的薩孟武教授，我覺得薩孟武的政治學雖被批評為傳統的制度論政治學，但比起美國行為科學的政治學有用多了。我的博士論文從思想方面來探討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辦法建立制度而日本卻能建立制度，我的問題意識可以說是受到薩孟武政治學的影響。現在台灣政治學界都以選舉與輿論統計調查為主，選舉的勝敗與消長成為政治學研究關心的焦點。但是，這樣的研究方法很短視，根本無法解釋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遷的重大問題。例如，從一九七零年代迄今的三十年間中國為何能夠快速成長，快速崛起？又如，為什麼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之後卻能變成世界的經濟大國？
赴日留學
　　一九六一年台大政治系畢業之後，我入伍當兵。當兵後參加公費留考，獲得日本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在一九六三年進入東大法學部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就讀。進入東大後，被分配到的指導教授是小林直樹。我留學的動機除了研究日本的政治制度之外，是想要做台灣研究，我認為要做台灣研究就要回頭去看中國(大陸)研究，如果要看中國的影響，就要回溯到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戰爭帶來的衝擊，那鴉片戰爭是與英國有關，而甲午戰爭則是跟日本有關。歸根究底，我的研究是以台灣研究為出發點。
    我到日本以後，閱讀了一些在台灣無法獲得的書籍，如魯迅全集以及「台灣青年」雜誌。當時研究魯迅是中國研究的一大重點，我因此認識了當時研究魯迅的專家竹內好，並在他創刊的雜誌『中國』上發表過文章。我曾經與他對談過，內容也刊載該雜誌。竹內好當時在日本學術界推動日中友好運動，身兼學者與評論家兩種角色，跟我一樣批評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可以說是有良心的學者。
另外，我也認識許多東大有名的老師。例如，大塚久雄、日高六郎、丸山真男等人，我都上過他們的課。福島正夫，針生誠吉當時在東大開有關中國法制及中國政治的課，還有仁井田陞的中國法制史，我都上過。一九六○年代日本開始興起中國研究，還有許多學生運動，當時的東大學術風氣開放自由，東大正門被左派學生掛上了「造反有理」的標語，很多老師是大師級學者。
　　到日本留學以後，我受到很大的衝擊，剛開始上課時聽到絕對主義〈zettai shugi，Absolutismus〉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懂。當時在台灣都是反共教育，思考僵化，三民主義政治學到了日本以後根本沒有用。到東大後，我才開始有真正的思考。不過，小林老師的指導是自由放任，所以我大都是自己念書，留學的這段期間唸了非常多的書。
    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我到日本之後，因修士課程的入學考試已過，東大還為我特別舉行了一次修士課程的考試。指導教授是小林直樹老師，這是學校分配給我的老師，不是我自己選擇的。小林老師當時是日本的護憲派，也是和平主義的支持者。上小林老師的課之前，我都會把小林老師的著作念完，再去上課。可能是因為這樣，我能得到小林老師的肯定，很快拿到學位。小林老師對學生都是自由放任，但他本人做學問非常嚴謹。我的碩士與博士學位都是東大授與，前後總共花了將近六年的時間，但領取日本獎學金約七年。最後一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蒐集自己的資料與書籍。當時在東京大學，我是第一位拿到憲法學博士的學人。
    我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初期立憲思想の比較硏究―とくに加藤弘之と康有為の政治思想の比較を中心にして」，因為立憲思想也是政治思想的範疇內。我當時好奇的是，十九世紀中期，日本開國後全然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是相反地中國卻是排拒西方思想，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認為排拒西方思想阻礙了中國在近代的成功，而日本因為全面採用西方思想而成功。論文中引用許多古典思想，探討日本在一八五四年開國後前進的方向，與中國的差異。康有為當時希望能夠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模式，讓中國真正的開國。鄧小平在一九七八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這也是開國

，這是中國現在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
    我在小學三年級以前是接受日本教育，基本上日文與中文對我來講是雙聲道共同進行，兩個都像母語一樣，所以我是宮本武藏的使用二刀流。用日文寫博士論文，除了一些日文助詞需要日本朋友幫忙訂正以外，沒有太大問題。整體而言，我的日文聽說讀寫都有自信。

    我的嚴格的治學態度，可以說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但是，我的政治立場並未受日本老師的影響。雖然我在日本留學時遇到的日本老師大多具有革新色彩，但我的批判態度也可以說是來自於我自己小時候困苦的成長背景，源自於我自己，而不是受到日本留學經驗的影響。

留學回國後到台大政治系任教經過
　　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想回台大任教，當時的台大政治系系主任是林福順教授。我寄信給他說想回母校任教，但是並沒有得到回音。後來，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到東京時，我前往錢思亮先生下榻的飯店拜訪，希望他能夠幫忙安排。結果，錢思亮教授幫我居間聯絡，利用國家長期科學發展會計畫的增聘名額，安排我進入台大政治系，此時的系主任已經變成連戰。兩年後，我才成為正式聘任的副教授。    
雖然我的專長是憲法學，不過我只有在研究所的課程中開過與憲法有關的課。我在台大政治系大學部，幾乎沒有教過必修課，只有袁頌西教授出國時代課過三年的「政黨與選舉制度」。我開的大多都是選修課，大概都與日本有關。當時在系上還有一位教日本政治的老師陳文仁，他在系上更是邊緣人，因為他的中文不好，也不是國民黨黨員。他因為受日本教育的關係，日語流利，也是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大學，因此我跟他還有些交情。他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二十年，還沒升上教授就過世了，過世後的公祭，台大政治系只有我一個人前去參加，結果我一個人作代表，校代表、院代表、系代表總共鞠了三次躬〈笑〉。
我在升教授時，並沒有碰到太多阻力。陳文仁教的日本政治，後來改由我來上課，加上有比較多的時間，所以升教授之後寫了不少關於日本的書。在一九七七六到一九九一年之間連續出版了『日本政治論』、『近代日本論』、『日本現代史』、『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等書。
長期以來，我一直致力於提升台灣的日本研究的水準， 退休後也繼續自費經營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台灣學界能夠建立具有主體性的日本研究，而不要一味追隨美、日的觀點。這樣的初衷，始終沒有改變。我在二○○八年出版『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的小書，主要動機也是在此。這本小書可以說是我諸多研究中的代表作，它雖然是很簡短的小書，但卻非常清楚扼要地呈現了我的研究觀點。
中國研究相關的學術活動

〈問：除了日本研究的相關著作之外，是否有進行與中國相關的研究計畫？〉
　　因為中國研究很容易會有意識形態上的貼標籤，在國民政府遷台後，中國大陸研究都無法客觀地做，只能做「中華民國」研究，當時的「中國」研究是「匪區」研究，即使有研究也發表不易。

    不過，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逐漸能夠比較自由地作中國研究。我在擔任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任時期，曾經主持過一九九五年行政院經建會委託的研究計畫『由日本文獻研判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趨勢』。在一九九七年初，我在任教的台灣大學法學院組織了「台灣大學中國研究小組」，並在同年八月廣邀台日雙方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舉辦了「中國與東亞──２１世紀的中國課題」國際研討會。
〈問：可否列舉老師比較常接觸的日本的中國研究者？〉
我有一個日本朋友叫做村田忠禧，我都是透過他幫我在日本訂書買書。他是日本研究毛澤東的第一人。之前在北海道大學教書的高見勝利也是我的好朋友。另外，比較常往來的還有中國研究學者矢吹晉、杉原達。杉原達曾經到台大當過訪問學人，研究中國與朝鮮問題。
另外，我在一九九七年八月與二○○○年十二月主辦有關中國與東亞發展的研討會時，曾經親自邀請過許多在日本研究中國與東亞的知名學者。例如慶應大學法學部的山田辰雄教授、國分良成教授、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部的小島朋之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濱下武志教授、田中明彥教授、青山大學國際政經部的天兒慧教授、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的丸山伸郎教授、緒形康教授、拓殖大學國際開發學部渡邊利夫教授等。我跟日本的中國研究的學者可以說有廣泛的接觸。
〈問：老師是否有訪問過中國，如果有印象如何？〉
　　我大概是在二○○三年或○四年左右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後我除了去年之外每年都訪問中國。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氣氛比較好，比較和諧，討論時的感覺也比較舒服。台灣的學界謾罵叫囂居多，都是對立鬥爭。

日本比較排外，就算在日本很久，中國人還是難以融入，北海道應該是全日本最接納外國人的地方了，因為北海道在日本也是個邊境的移民地區。

其他學術活動
〈問：學界活動中，老師有沒有比較頻繁接觸的研究者與研究組織？〉
　　我在日本的植民地文化研究會的雜誌『植民地文化研究』上，每年發表文章，這主要是西田勝的邀請。這個雜誌一年出一次，討論滿州、台灣和朝鮮的相關問題。我從二○○○年開始每年都有發表一篇文章，我的投稿基本上都會被刊登。
〈問：目前老師主持的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的經費來源及營運狀況？〉

　　研究經費大都是自籌，我服務台灣大學三、四十年，薪俸退休金都花在上面，這是我跟其他老師拿國科會的經費做研究最大的不同。所以，我可以學術自由，不用為了爭取經費，而影響學術中立，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

〈問：老師對於目前台灣社會科學界在研究上的問題，有何看法？〉
現在都是行為科學為主，這是美國的方法，以選舉為主的政治因素為考量，忽略了社會、文化與歷史等等因素，只有僵化的研究架構，現在的學問太死板。比方說，要研究日本，日本政治史當然是最重要的基礎。日本的研究傳統，比較重視歷史，台灣都是一味學美國，美國的歷史傳統太短了。

台灣的政治學研究忽略政治史，但是建立政治學為社會科學，一定要以政治史為基礎內容。政治史可以說是政治學的肉。補充政治史研究方面的不足，可以說是我的研究對台灣政治學界最大的貢獻。

實務經驗與現狀認識

 〈問：老師在一九九○年代出任前總統李登輝的智曩，可否談談其中經過〉
　　那時候李登輝希望找到日本留學回國的政治學博士提供意見諮詢，因緣際會找到我。
〈問：對於日美中三邊關係的看法。〉
　　簡單說，日美關係是附庸關係。相較之下，日中關係可以說是趨近平等關係。例如，之前美國的金融投機者索羅茲企圖打擊香港的金融體系，中國政府以出售手中所持有之美國國債威脅美國政府，而順利牽制了索羅茲的行動。又如，澳門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引進拉斯維加斯的經營Know-how，二○○六年澳門賭場的營運規模已經超越拉斯維加斯，躍居世界第一大賭場。

〈問：對於台日中三邊關係的看法。〉

     長期以來，台灣是美國和日本的附庸國，最近才稍微傾向中國。台灣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就已經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地位未定論」是美國為了反共策劃的陰謀。台灣的主權只有對內，在國際社會難以獲得承認。根據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文明相同的社會最終會走向統合，這是一個自然趨勢，台獨主張是違反這樣的趨勢的。

許介鱗 簡歷
1935年      出生於台灣新竹。
1961年      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畢業。
1963年      考取公費赴日留學，進入東大法學部法學政治學研究科。
1969年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1970年      台灣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系副教授。
1975年      台灣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系教授。
1977年      出版『日本政治論』。
1979年      在日本出版『近代日本論』、赴英國牛津大學客座研究一年。
1981年      出版『英國史綱』。
1987年      『近代日本論』中文版出版。
1989年      在北京出版『誰最了解日本』。
1991年      出版『日本現代史』、『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
1993年      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任。
1996年      出任中華民國前李登輝總統無給職國策顧問、出版『戰後台灣史記』〈9月〉、就任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12月〉。             
1999年      就任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1999年8月至2000年7月〉。              
2000年      從台灣大學專任教授退休，就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文教基金會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
2001年      出版『台灣史記〈戰後篇‧續〉』卷四李登輝時代、就任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佛光大學政研所教授。
2004年      出版 『評比兩岸最高領導』。
2006年      出版『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
2007年      出版『台灣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
2008年      出版『後藤新平──一個殖民地統治者的紀錄』。
2009年      出版『「對日外交」Ⅰ：盲點在哪裡？』、『「對日外交」Ⅱ

為什麼盲信？』、『福澤諭吉──對朝鮮、台灣的謀略』。
� 白川國民學校前身為中壢第二公學校。中壢公學校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改稱白川國民學校，以紀念在一八九五年從澳底都陸來台南下途中借宿於該校隔鄰仁海宮的日本北白川能久親王。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改稱中壢國民學校（「新街國小學校特色」二○○九年五月九日連結〈� HYPERLINK "http://www.sjes.tyc.edu.tw/characteristic/page3.html" �http://www.sjes.tyc.edu.tw/characteristic/page3.html�〉）。


� 由義民廟香火錢建立的學校，學費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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